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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发生机制及促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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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049) 

摘  要  代际困境反映了当前自我利益与未来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境。人们在代际困境中如何权衡利

益事关个体、组织乃至全人类的福祉。相比于传统社会困境, 代际困境具有权力不对称、合作行为无直接回

报和心理距离较远这三个特异性特征, 它们是阻碍代际合作的主要原因。基于当前研究广泛关注的个人特质、

决策情境和社会规范这三类影响代际合作的因素, 本文建议可通过培养感恩与亲社会品质、扩大代际合作的

声誉影响、提高与未来世代的亲近度、减少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感等方式促进代际合作行为。未来研究需进

一步探究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 揭示声誉线索对代际合作的影响, 并广泛开展跨文化研究, 为促进代际合作

行为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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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今年种竹, 来年吃笋;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清·翟灏《通俗编·卷一·俚语对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2021 年发布的《与自然

和平相处》报告指出, 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生

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弃物处

理这三大危机, 这些危机已严重威胁地球的生态

平衡与人类的生命健康(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1)。为了应对这些危机, 人们往往

需要在日常决策中做出权衡, 牺牲当下利益, 以

增加未来世代的福祉, 如退耕还林、垃圾分类、

减少私家车出行等。此类涉及当前决策者与未来

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情境通常被称为代际困境

(intergenerational dilemma; Wade-Benzoni & Tost, 

2009)。 

在代际困境中, 人们需要在当下自身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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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他人利益之间做出权衡, 而个体牺牲自己当

下的利益为未来他人谋取福利的行为通常被称为代

际合作行为 1, 也称作代际善意 (intergenerational 

beneficence; Bosetti et al., 2022)。由于代际困境中

人们当下的决策会影响未来他人的利益, 而未来

他人的决策并不会影响当前人们的利益 , 这种

“当下自我”与“未来他人”之间影响的不对称性使

得人们在代际困境中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利己偏好

(Hauser et al., 2014; Lohse & Waichman, 2020; 

Shahen et al., 2021)。例如, 在组织情境中, 人们在

面临资源分配决策时更倾向于将资源留给当下的

自己, 而非未来的组织成员, 即使分配给后者的

资源会增至原来的 1.5 倍 (Wade-Benzoni et al., 

2012); 在以气候变化为背景的群体互动实验中 , 

研究者也发现, 当个体的合作行为仅对未来世代

而非自身有益时 , 人们的合作水平会显著降低

                     

1 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合作行为需要群体成员相互协作以

实现共同利益或目标, 即要求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共同行为

(Pennisi, 2005), 但近年来心理学研究中通常采用更宽泛的

界定, 认为合作行为是个体牺牲自身的利益为他人谋福利

的行为(Kurzban et al., 2015; Rand & Nowak, 2013), 这个定

义也被代际困境研究者采纳(Hauser et al., 2014; Lohse & 

Waichman, 2020)。因此, 本文将个体在代际困境中牺牲自

己当下利益为未来他人谋福利的行为称为代际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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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t et al., 2013)。 

近年来, 随着代际困境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

题愈演愈烈, 代际困境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

何促进人们在代际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是当下亟需

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代际困境的最新研究进展, 

梳理代际困境的内涵特征和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

的研究范式, 总结影响代际合作行为的主要因素, 

提出促进代际合作的可行策略, 并指出代际困境研

究未来需加强的研究方向。这些总结和建议可对

代际困境的理论研究和干预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2  代际困境与代际合作行为 

2.1  代际困境的内涵特征 

代际困境指个体当前自我利益和未来他人的

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境(Wade-Benzoni & Tost, 

2009)。代际困境中的“代”泛指在有限时间段内扮

演某一角色的个体或群体, 当该角色传承给他人

或群体时就产生了新的一代。因此, 这里的“代”

既包括通过出生年代或组织结构变化而划分的群

体, 也包含在不同时间段内扮演同一角色的不同

个体(Wade-Benzoni, 2002)。例如, 组织机构中某

一职位在不同时期的任职者可看作不同“代” (Tost 

et al., 2008)。 

代际困境与传统的社会困境(即个体自身的

利益与其所属群体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境 ; Van 

Lange et al., 2013)在概念上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在于, 二者都涉及自身与他人或群体之

间的利益冲突, 且所有成员都合作时才能实现群

体(或不同代)利益的最大化。不同之处在于, 社会

困境只涉及同一时空同一群体内的不同成员, 而

代际困境具有跨时间和跨群体两种属性。具体而

言, 传统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受惠方是包括决

策者在内的所有群体成员, 而代际困境中合作行

为的受惠方是不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后代。此外, 代

际困境中的决策者不会与未来他人处于同一时空。 

与传统的社会困境相比, 代际困境还具有权

力不对称、合作行为无直接回报和心理距离较远

这三个重要的特异性特征(Van Lange & Huckelba, 

2021; Wade-Benzoni, 2002, 2008; Wade-Benzoni & 

Tost, 2009)。这三个特异性特征是人们在代际困境

中表现出利己偏好的重要原因。首先, 代际困境

中不同代拥有的权力具有非对称性, 即前代的行

为会影响后代的利益, 而后代的行为并不能影响

前代的利益。因此, 前代拥有掌控和分配资源的

绝对权力, 而后代无法直接干预前代的决策过程, 

这使得前代表现出较低的代际合作水平。其次 , 

代际困境中前代无法从为后代做出的牺牲中获得

直接回报。具体而言, 代际困境中未来收益的受

惠方是不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后代, 即决策者无法

从自身的合作行为中获益; 此外, 由于代际困境

中后代和前代无法在同一时空进行重复互动, 缺

乏直接互惠机会, 从而阻碍了直接互惠在代际困境

下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用(Henrich & Muthukrishna, 

2021; Trivers, 1971)。 

最后, 在代际困境中, 前后代之间的心理距

离较远。依据解释水平理论, 心理距离是以此时

此地个体自身的直接体验为参照点, 分为时间距

离、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和不确定性这四个维度, 

而个体如何对待他人取决于个体感知到自己与他

人之间的心理距离(Trope et al., 2007)。相较于当

下自我, 未来他人具有更远的心理距离：在时间

距离上 , 决策行为与其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延迟 , 

使得人们低估未来损益的价值, 进而使得人们表现

得更加利己(Wade-Benzoni et al., 2012); 在社会距

离上, 个体与未来他人不在同一时空, 两者之间

的互依性、熟悉度和亲密度均较低, 使得个体更

少地为未来他人着想(Wade-Benzoni, 2008); 在不

确定性维度上, 未来结果发生的时间、对象及具

体价值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这种对未来的不

确定性会降低人们的代际合作水平(Wade-Benzoni 

et al., 2008)。 

2.2  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研究范式 

目前研究者通常采用假设情境和博弈任务这

两种研究范式来测量代际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将

被试在假设情境中的行为意愿和在博弈任务中的

真实行为表现作为代际合作水平的量化指标。其

中, 假设情境通常以现实生活中的代际困境问题

为背景, 以资源使用问题为主, 涉及自然资源和

组织资源。例如, 在海洋捕鱼情境中, 被试想象自

己作为渔业公司的决策者, 需要在退休前决定公

司下一年的捕鱼量 , 捕鱼量越多其退休金越高 ; 

同时, 海洋渔业局建议将捕捞量减少 50%, 以防

过度捕捞造成鱼类资源的耗竭和未来渔民的损

失。被试给出的捕捞量越少代表其代际合作水平

越高(Bang et al., 2017; Wade-Benzoni, 2002)。与海

洋捕鱼情境类似, 组织资源情境也需要个体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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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自我利益与未来组织成员的利益。例如, 在

Wade-Benzoni 等人(2012)的实验中, 被试想象自

己是某公司旗下子公司 A 的副总裁, 该子公司拥

有一种新能源; 另一子公司 B 想获得该能源供应, 

该子公司拥有更先进的技术, 可在未来使能源利

用率提高至子公司 A 的两倍。由于将能源分出会

直接降低自己公司当下的收益, 因此被试愿意分

配给子公司 B 的能源比例代表其代际合作水平。

此外, 为了增加实验的生态效度, 研究者还以日

常生活话题为背景创设情境。以汽油税为例, 虽

然增收汽油税意味着纳税人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

代价, 但可使后代获得更好的生态环境(税收增加

越多, 汽油消耗越少, 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越少), 

因此, 个体对汽油税的涨幅意愿被视为代际合作

行为的衡量指标(Wade-Benzoni, 2002)。 

与假设情境不同, 用于测量代际合作行为的

博弈任务主要是公共物品博弈和资源困境博弈的

变式(Hauser et al., 2014; Lange, 2023; Wade-Benzoni 

et al., 2008)。公共物品博弈要求 n 名组员从初始

资源 E 中选择一定资源量投入公共账户, 而投入

公共账户的资源会增值至原来的 k 倍, 并平均分

给每名组员(Wu et al., 2016)。资源困境博弈要求 n

名组员决定从资源量固定为 E 的公共池中索取一

定数量的资源, 当小组成员索取的资源总量超出设

定阈限时, 所有成员都将一无所得(Ahsanuzzaman 

et al., 2022)。由于代际困境中未来他人的利益包

含金钱、资源和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机会(Lohse 

& Waichman, 2020; Wade-Benzoni & Tost, 2009), 

因此研究者通过改编公共物品博弈或资源困境博

弈范式创设代际可持续情境, 从而测量代际合作

行为。这类改编的范式通常被称为代际可持续困

境 博 弈 (intergenerational sustainability dilemma 

game; Kamijo et al., 2017; Shahen et al., 2021)。在

这类范式中, 未来他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能体验

到代际后果的下一代或实验中人为划分的“后代”, 

其收益或生存机会由当前个体(即当前一代)牺牲

的利益转化而来, 而当前个体为未来他人做出的

利益牺牲程度则为代际合作行为的衡量指标

(Bosetti et al., 2022; Burton-Chellew et al., 2013; 

Shahen et al., 2021; Shahrier et al., 2017)。例如, 在

Jacquet 等人(2013)改编的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中 , 

每名被试有固定数额的初始代币和额外奖励, 在

每轮任务中决定是否向“气候变化账户”投入代币

用于气候变化宣传。若 10 轮决策后小组总投入代

币数达到预设标准 , 则保留额外奖励用于植树 , 

以保护下一代的生存环境, 否则每人都有一定的

概率失去额外奖励。此外, 一些研究者将被试分

成不同组, 每组代表一代, 所有被试以代为单位

先后进行公共物品博弈。若上一代的投入总量未

达到预设标准, 之后所有代都将无法参与后续决

策 而 从 中 获 益 (Hauser et al., 2014; Lohse & 

Waichman, 2020)。 

尽管假设情境与博弈任务均广泛用于测量代

际合作行为, 两者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其中, 假设

情境要求被试假想自己面临具体的现实代际困境

并报告其行为意愿(如汽油税情境中被试对汽油

税涨幅的意愿), 它不涉及个体间的真实互动, 能

较严格地控制无关变量的影响, 因此具有较高的

内部效度。然而, 假设情境中自我报告的行为意

愿不需要个体付出真实代价, 且对现实生活无实

际后果, 因而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真实世界中的代际

合作行为。同时, 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个体报告

的代际合作意愿可能会高于其实际代际合作水平。 

相比之下, 博弈任务通过抽象的行为任务模

拟现实情境中的利益冲突。在此类范式中, 代际

合作意味着被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且被试的

行为会直接影响其在实验中的实际收益, 也会影

响“后代”的利益或生存机会(Bosetti et al., 2022; 

Hauser et al., 2014; Lohse & Waichman, 2020)。与

虚拟代价相比, 真实付出的代价更能诱发个体的

真实行为(徐四华 等, 2013; Hinvest & Anderson, 

2010)。尽管如此, 由于博弈任务过于简化现实情

境中的利益冲突, 且个体在博弈任务中的代际合

作水平可能会受到其博弈经验的影响, 导致博弈

任务中的代际合作行为与其现实行为存在差异。

例如, 采用公共物品博弈开展的研究发现 , 当要

求被试更快地做出决策时, 被试会向公共账户投

放更多的代币, 但这仅限于那些没有博弈经验的

新手(Rand et al., 2012)。随着被试博弈经验的增加, 

决策时间压力对合作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Rand 

et al., 2014)。综上所述, 假设情境与博弈任务在测

量代际合作行为上各有其优缺点, 未来研究需要

针对关注的具体问题选择合适的范式。 

3  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 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实验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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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 当人们面临代际困境时, 大多数人会变得

更为自私, 即更倾向于保全自己眼前的利益(Lohse 

& Waichman, 2020; Nishimura et al., 2020)。为了维

持代际可持续性并促进代际合作行为, 有必要厘

清促进或阻碍代际合作行为的因素。目前研究关

注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特质、决策情境和社会规

范这三个方面。 

3.1  个人特质 

3.1.1  亲社会特质 

由于代际困境中的合作决策需要个体考虑未

来他人的利益, 因而个体的亲社会特质在这一过

程中起关键作用。亲社会特质泛指能够预测个体

愿意付出个人代价为他人谋福利的相对稳定的个

人特质, 包括社会价值取向、诚实−谦逊性等人格

特质(Thielmann et al., 2020)。其中, 社会价值取向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指个体在资源分配中对自

己和他人所得结果的稳定偏好, 通常可分为亲社

会取向和亲自我取向(Van Lange, 1999)。元分析证

据表明, 社会价值取向能显著预测社会困境中的

合作行为 , 两者呈中等程度相关 (Pletzer et al., 

2018; Thielmann et al., 2020), 且这一预测作用在

高利益冲突情境下更强(Thielmann et al., 2020)。

在代际可持续困境博弈中, 亲社会者也比亲自我

者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后代利益的选项(Kamijo 

et al., 2017; Shahen et al., 2021), 且随着亲社会者

占比的提高 , 代际可持续性也得到增强(Shahrier 

et al., 2017)。此外, 诚实−谦逊性也能够显著预测

人们的亲环境态度和行为 (Gibbon & Douglas, 

2021; Pavalache-Ilie & Cazan, 2018)。一项元分析

发现, 诚实−谦逊性与亲环境态度(r = 0.20)和亲

环境行为(r = 0.25)之间呈现小到中等程度相关

(Soutter et al., 2020)。综上, 诸如亲社会的社会价

值取向、诚实−谦逊性等亲社会特质是促进人们在

代际困境中合作水平的重要特质因素。 

3.1.2  广义互惠与感恩 

互惠准则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是维持人类合

作行为的基石。在社会互动中, 人们表现出明显

的互惠偏好, 即在他人对自己表现出善意与合作

行为后 , 人们也会以善报善 (Fehr & Schmidt, 

2003)。然而, 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互动情境, 代际

困境缺乏直接互惠机会, 即前一代在表现出代际

合作后无法获得来自后一代的直接回报, 在表现

出不合作行为时也不会受到后一代的直接惩罚

(Wade-Benzoni, 2002)。尽管如此, 人们仍然可以

通过广义互惠实现合作行为的代际传递。 

广义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指的是当个

体得到他人帮助后会将善行传递给第三方的行为, 

即 A 帮助了 B, B 将善行传递给 C, C 再传递给 D, 

以此类推(余俊宣, 寇彧, 2015; Gray et al., 2014)。

社会互动中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具有传递效应 , 

即个体的行为会受到过往他人与之互动时行为的

影响(Chernyak et al., 2019; Leimgruber, 2018)。代

际困境中也存在类似于广义互惠的行为模式, 即

人们通过将恩惠或负担传递给后代, 来“回报”其

从前几代得到的好或坏的结果, 进而实现代际互

惠(Wade-Benzoni, 2002)。换言之, 得到上一代人

的恩惠越多, 人们就会对下一代人施以更多善行。 

感恩是广义互惠乃至代际互惠发生的重要心

理机制(Simpson et al., 2018)。感恩(gratitude)分为

状态感恩和特质感恩。状态感恩指的是特定情境

下个体受到他人恩惠时产生的感激和愉悦的情绪

感受, 而特质感恩反映的是感恩行为在跨时间和

跨情境上的稳定性, 因而是在状态感恩基础上衍

生出的对日常生活心怀感激的稳定人格倾向(丁

凤琴, 赵虎英, 2018; Tam, 2022)。高特质感恩水平

的个体通常更容易体验到状态感恩(Tam, 2022)。

实证研究和元分析证据表明, 特质感恩和状态感

恩均能促进人际间的广义互惠, 从而提升亲社会

水平(Ma et al., 2017; Simpson et al., 2018)。研究还

发现, 特质感恩不仅能增强人们对后代的责任感, 

提高其对气候变化的担忧(Syropoulos et al., 2020), 

还能通过降低对未来结果的时间折扣来促进人们

消费可持续性商品(Liang & Guo, 2021)。此外, 引

导人们深思前人做出的牺牲能够激发他们对上一

代的感恩 , 进而增强他们对下一代的责任感

(Watkins & Goodwin, 2020)。 

综上所述, 作为广义互惠的润滑剂, 感恩是

提升代际合作的关键性特质。在不确定情境中 , 

当感知到上一代的善意时, 无论其实际结果的好

坏, 人们在代际资源分配决策时都会对下一代更

为慷慨(Bang et al., 2017)。 

3.1.3  未来取向 

未来取向指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偏好面向未来

的目标和结果 , 表现为专注于追求和计划未来 , 

以期实现未来目标(刘霞 等, 2010)。研究发现, 未

来取向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反对危害环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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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钻探活动(Strathman et al., 1994), 更可能践行

绿色生活习惯(Corral-Verdugo et al., 2006), 且更

偏好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Joireman et al., 

2004)。此外, 未来取向还能显著负向预测个体所

在家庭的用电量(Enzler et al., 2019)。此外, 在感

知到自然资源紧缺时, 个体的未来取向水平越高, 

其环保捐赠意愿越强(Gu et al., 2020)。上述证据均

表明, 未来取向有助于提升人们在代际困境中的

合作水平。 

如前所述, 人们在代际困境中需要权衡当下

自我利益与未来他人利益, 而个体的未来取向可

能会通过提升其声誉关注和缩小感知时间距离这

两条路径来促进其在代际困境中的合作行为。首

先, 个体在代际困境中表现得合作可以为其赢得

好声誉, 而好声誉能够为个体带来更多间接的物

质与非物质利益, 包括他人的奖赏、更多合作伙

伴的青睐等(Roberts et al., 2021)。未来取向水平高

的个体更愿意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来维护自己的

声誉(Vonasch & Sjåstad, 2021), 因而也更可能在

代际困境中表现出合作行为。与此相一致, 研究

发现, 在公开情境下激发个体对未来的思考有助

于提高个体对自身声誉的关注, 进而使其表现得

更加合作(Sjåstad, 2019)。其次, 时间距离会使人

们低估未来他人损益的价值(Wade-Benzoni, 2008), 

而未来取向水平高的个体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 , 

这有助于拉近对未来结果的时间距离感知, 进而

更加重视他人损益, 从而更加合作。 

3.2  决策情境 

3.2.1  决策框架 

当同一决策问题通过不同的描述方式呈现时, 

个体的选择偏好会发生变化, 这一现象被称为框

架效应, 最早发现于风险决策(Tversky & Kahneman, 

1981)。近年来, 社会决策的研究也发现了框架效

应 , 即问题表述方式会影响个体合作行为倾向

(Cartwright et al., 2019; Goerg et al., 2020)。代际困

境中的框架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基于决策结果

的积极−消极 (positive-negative)框架和基于决策

行为的给予−索取 (give-take)框架 (Cartwright & 

Ramalingam, 2019)。 

积极−消极框架指在描述决策结果时强调向

集体贡献的积极影响或不为集体做贡献的消极后

果, 这两种表述会导致行为差异。研究发现, 代际

困境中的合作行为会受到积极−消极框架的影响。

例如, 针对影响全球变暖的行为, 相比于让人们

思考这类行为如何造福子孙后代(积极框架), 思

考这类行为如何给子孙后代带来负担(消极框架)

会加剧人们的道德担忧 , 强化内疚和羞耻情绪 , 

进而激发对后代更强的责任感和亲近感 (Wade- 

Benzoni et al., 2010)。此外, 在消极框架下, 人们

更愿意选择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品(Chang 

& Wu, 2015), 且更愿意为保护物种多样性做出捐

赠(Vogdrup-Schmidt et al., 2019)。 

与积极−消极框架不同的是, 给予−索取框架

比较“向集体贡献”与“从集体中索取”这两种行为

方式的差异。研究发现, 在谈判任务中, 相比于向

集体贡献资源(给予框架), 当各方需要针对如何

将共享资源分配给个人(索取框架)达成一致时 , 

他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高(Majer et al., 2022)。

在给予框架下, 个体拥有一定的初始资源, 在决

定如何向集体贡献资源的过程中个体的收益只减

不增 , 意味着“损失”; 而在索取框架下 , 个体的

初始资源为零, 在决定如何从集体资源索取的过

程中个体的收益只增不减, 意味着“获益”。前人研

究证实了 “损失厌恶 ”现象的存在 (Kahneman & 

Tversky, 1979), 即人们对损失更为敏感, 因而在

损失框架下也更少合作(Sun et al., 2021)。因此, 

即便两种框架下最终的收益相同, 但受损失厌恶

的影响, 比起给予框架, 人们在索取框架下可能

表现出更高的代际合作水平。 

3.2.2  资源结构 

在代际困境中, 个体面临的资源结构的不平

等与不确定程度会影响其行为。一方面, 群体成

员拥有的资源不平等程度会抑制代际合作水平。

例如, 研究者通过有阈限的公共物品博弈探究代

际合作行为, 在实验中如果所有组员投入保护气

候账户的资源总量未达到设定标准, 那么每个组

员都有一定概率失去所有资源。结果表明, 当组

内成员拥有的资源高度不平等, 且穷人需要承担

更大风险时, 各组的总体合作水平会大幅度降低

(Burton-Chellew et al., 2013)。此外, 在一些高收

入国家中 , 国家内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 

该国的碳排放程度也越高(Knight et al., 2017)。来

自社会困境的研究证据表明, 资源不平等对合作

行为的抑制效应仅存在于群体资源分布可见的情

况(Nishi et al., 2015)。换言之, 当群体成员不知道

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情况时, 资源不平等并不影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9 期 陈妍妍 等: 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发生机制及促进策略 1733 

 

 

响个体的合作水平与群体收益。这可能是因为可

见的经济不平等会引起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

的向上社会比较 , 使其产生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Hastings, 2019), 而相对剥夺感是导致低合作水

平的重要原因(Callan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6)。 

另一方面, 资源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人们的代

际合作水平。首先, 资源数量的不确定性会让人

们在代际困境中表现得更为利己。这是因为当资

源数量不确定时, 人们倾向于高估资源的实际数

量(van Dijk et al., 2004), 从而索取更多资源, 且

这一效应在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亲自我群体中更

为显著(De Kwaadsteniet et al., 2006)。其次, 资源

变化(包括增长率和衰退率)的不确定性会抑制人

们的代际合作行为。现实生活中的代际困境通常

具有不可预知的未来结果, 如温室气体排放造成

的可能影响尚不明确, 使得人们无法清晰意识到

气候变化的危害。这可能导致人们低估未来的消

极后果和代际合作的积极作用, 从而使人们更倾

向于维护当前自身的利益。在代际可持续博弈中, 

当投入公共账户的资源变化率不确定、可能发生

增值或贬值时 , 人们更倾向于保全自己的利益 , 

而非集体利益(Zhang et al., 2021)。防止过度捕捞

的假设情境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结果, 即当人们感

知到的未来结果不确定性越大, 愿意留给未来他

人的资源量越少(Wade-Benzoni et al., 2008)。从动

机的角度 , 资源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个体的“期望

结果偏差”, 即人们会高估更有吸引力的结果发

生的可能性, 认为资源的数量比实际更多、增长

率比实际更高或衰退率比实际更低, 从而正当化

追求当下个人利益的行为(Rapoport et al., 1992; 

van Dijk et al., 2004; Wade-Benzoni & Tost, 2009; 

Wit & Wilke, 1998)。 

3.3  社会规范 

由于代际合作行为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

互动, 因此社会规范对引导代际合作具有重要作

用。社会规范通常分为描述性规范 (descriptive 

norm)与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 前者反映

的是大多数群体成员所表现的行为, 而后者指群

体成员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Cialdini et al., 1990)。

诸多研究表明, 社会情境中他人的行为能够影响

人们的反应(傅鑫媛 等, 2019; Cialdini & Trost, 

1998)。当情境存在较高不确定性而个体又没有明

确的决策偏好时, 描述性规范能够为其决策提供

参考。例如, 关于大多数人如何行事的描述性规

范(如大多数人都使用节能灯泡)能促进人们的亲

环境行为(Castro-Santa et al., 2023; Niemiec et al., 

2020)。在美国、瑞士、德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现

场研究均发现, 相比于常规环保宣传口号, 关于

大多数人如何做的描述性规范信息能显著提高酒

店中重复使用毛巾的顾客比例 (Goldstein et al., 

2008; Gössling et al., 2019; Reese et al., 2014)。研

究发现, 当群体内大多数人表现得合作时, 个体

的社会认同感更强, 因而也更可能遵循描述性规

范, 表现得更为合作(Irwin & Simpson, 2013)。这

说明社会认同是解释描述性规范促进合作行为的

重要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作为群体成员普遍认同的行为准

则, 指令性规范通常被认为能够有效促进遵守规

范的行为。那些违背指令性规范(如合作规范)的个

体往往会受到他人的排斥和直接或间接惩罚

(Molho et al., 2020), 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均

不同程度地认可对违规者实施惩罚(Eriksson et al., 

2021)。因此, 为了避免违规的消极后果, 当人们

感知到其所属群体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时, 他们就

越可能遵守规范。然而,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

代际困境中引入同辈惩罚只能增加代际延续的可

能性, 无法增加群体总收益(Lohse & Waichman, 

2020)。这说明, 指令性规范并不总是被遵从。此

外, 当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存在冲突时, 只

有描述性规范能够预测个体的行为 (Bicchieri & 

Xiao, 2009)。最近一项元分析也发现, 描述性规范

对个体节约行为意愿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指令性

规范(Niemiec et al., 2020)。尽管如此, 一项现场研

究发现, 在向社区家庭呈现平均节能情况这一描

述性规范信息时, 那些本来能耗水平低的家庭出

现能源消耗反弹的现象, 而此时增加与指令性规

范相关的信息(如传达社会认可)会抑制这一消极

效应(Schultz et al., 2007)。由此可见, 两种规范相

结合对促进代际合作水平可能更为有效。 

4  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促进策略 

目前研究大多聚焦于代际合作行为的影响因

素, 较少探究促进代际合作行为的干预策略。随

着代际困境衍生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如

何提高人们的代际合作水平成为重要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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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nudge)和助力(boost)是当前广泛运用于促进

积极行为和合理决策的干预思路。助推着力于在

不撤销任何选项或明显改变经济激励的前提下 , 

通过调整选择架构使个体的行为向预期方向改变

(Thaler & Sunstein, 2008); 助力则建议通过改变

人们的认知和问题解决方式, 以提高其决策能力

(Hertwig & Grüne-Yanoff, 2017)。前者强调对个体

当下决策行为的引导, 后者更注重个体长远能力

的培养, 二者结合可得到更好的干预效果。本文

基于代际困境的两个特异性特征(合作行为无直

接回报和心理距离较远), 结合助推和助力这两种

思路, 提出可促进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策略。 

4.1  打破合作行为无直接回报的壁垒 

在代际困境中, 上一代无法从自身的合作行

为中直接获益, 也无法与后代重复互动以得到后

代的回报, 这是代际合作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为

了打破这一壁垒, 可采取以下两种干预措施：(1)加

强感恩与亲社会品质的培养, 助力人们的代际合

作水平; (2)完善社会规范执行策略, 利用人们对

声誉的关注助推代际合作。 

4.1.1  培养感恩与亲社会品质 

如前所述, 感恩与亲社会价值取向等亲社会

特质是提升亲社会行为与代际合作行为的重要因

素。因此, 培养感恩与亲社会品质有助于促进人

们的代际可持续行为。研究发现, 虽然激发状态

感恩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代际合作水平, 但这种效

应的稳健性较差(Tam, 2022), 而特质感恩被视为

提升代际合作的关键性特质 (Syropoulos et al., 

2020)。 

研究证据表明, 学龄前儿童就已出现感恩情

绪体验, 甚至在观察到他人的感恩情绪时会对其

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Vaish & Savell, 2022)。因

此, 从儿童早期开始, 有针对性地进行感恩和亲

社会品质的培养与干预可能有助于提升代际可持

续水平。目前常用的感恩干预方式包括：(1)定期

撰写感恩日记, 列举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件; (2)

通过实际行动向具体的人表达感恩之情; (3)以感

恩为主题组织焦点团体进行深入讨论(Davis et al., 

2016)。此外, 可通过认知(如正念与冥想训练)、

情绪(如同伴情感支持)和行为(如小组合作游戏、

对他人表达赞美等)层面的干预项目促进儿童青

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与品质(Laguna et al., 2020)。干

预研究与元分析的证据表明, 这些方式能有效强

化人们的感恩与亲社会品质(Locklear et al., 2021; 

O’Connell et al., 2018; Shin & Lee, 2021), 为促进

广义互惠和代际合作行为提供重要突破口。 

4.1.2  扩大代际合作行为的声誉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 违反指令性规范者可能会面

临惩罚(如言语或身体攻击)或被他人传播负面声

誉的风险(Giardini & Wittek, 2019)。研究发现, 虽

然惩罚机制能够促进合作(Balliet et al., 2011; 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 但也可能会削弱人们合

作的内在动机 , 降低惩罚撤销后的合作水平

(Mulder et al., 2006)。 

与直接惩罚相比, 声誉传播是一种非正式、

低成本且报复风险低的间接惩罚形式, 是促进合

作的另一重要手段(Wu et al., 2016)。当得知他人

能观察到自身行为时 , 出于对未来声誉的考虑 , 

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Jordan et al., 2016; 

Wedekind & Milinski, 2000)。虽然个体在代际困境

中的合作行为无法得到后代的直接回报, 但有助

于其获得好声誉, 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后续合

作机会。研究表明, 个体在公开情境下比匿名情

境下向环保组织捐献更多钱, 且当个体需要通过

赢得对好声誉的竞争以达成与他人的合作时, 个

体会表现得更加慷慨(Barclay & Barker, 2020)。此

外, 类似眼睛图片这类隐性声誉线索也能激发个

体的声誉关注, 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时

慧颖 等, 2022; Bateson et al., 2013)。可见, 相比

于需要付出经济成本的直接惩罚, 声誉传播在促

进代际合作行为方面可能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

的效益。因此, 今后在解决代际困境问题时应扩

大代际合作行为的声誉影响。例如, 通过提高代

际困境中行为的公开程度, 或在决策过程中呈现

隐性声誉线索等方式来增强人们对自身声誉的关

注, 进而促进其代际合作水平。 

4.2  突破心理距离较远的阻碍 

在代际困境中, 决策者需要权衡当下自身利

益与未来他人利益。然而, 相比于当下自我, 个体

与未来他人的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更远, 且未来

结果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 导致代际合作水平较

低。为了突破心理距离较远的阻碍, 可通过两个

方面实施干预：(1)提高决策者与未来他人的亲近

度, 助推其代际合作水平; (2)降低人们对代际困

境结果的不确定感, 提高其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

力, 进而助力代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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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提高与未来世代的亲近度 

相较于涉及自身的事件, 影响未来他人的事

件可能显得抽象和不真实 , 具有更远的心理距

离。与未来世代的亲近度 (affinity with future 

generations)指个体知觉到当下自我与未来世代

(未来他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更高的亲近度

有助于拉近决策者与未来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Wade-Benzoni, 2008)。研究发现, 与未来他人的

亲近度有助于激发个体的传承动机, 进而促进其

代际合作行为, 表现为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未来他

人、更强的汽油税涨幅意愿等 (Wade-Benzoni, 

2008)。因此, 可通过提高人们与未来他人的亲近

度来促进其代际合作行为。具体措施包括通过让

人们记录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的未来生活风险事

件、预测未来他人的可能行为、给未来他人写信

等方式(Bosetti et al., 2022; Lee et al., 2020; Shrum, 

2021), 来激发人们对未来更为具体的想象。此外, 

当个体思考并书写自己能为后代带来的积极影响

时, 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环境保护行为倾向, 也

愿意 捐献 更 多的 钱给 环 保组 织 (Zaval et al., 

2015)。间接证据也发现, 还可通过一些互动任务

(如利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让人们观看自己老

年后的面容并与其互动)来增强人们的未来自我

连续性, 进而促使其更多地参与未来导向的亲环

境行为(Hershfield, 2011)。 

总的来说, 可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增加想象书

写和互动任务等方式, 促进当前决策者对未来他

人的共情程度、想象程度以及对自身行为影响未

来他人的思考, 以提升与未来世代的亲近度, 进

而助推代际合作。 

4.2.2  减少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感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代际困境问题的最终结

果不仅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行为, 还受到其所属群

体其他成员的行为及诸多不可控因素(如自然灾

害和突破性技术发现等)的影响, 这使得未来结果

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从而抑制了人们的代际合

作行为。虽然如此, 在某些情境中, 个体行为的具

体影响还是较为明确的。比如, 放弃一次长途往

返飞行可使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9 吨; 

再如, 对于那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而言, 使用可再

生电力可使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5 吨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0)。

因此, 政府及相关组织可增强宣传力度, 为公众

提供关于不同行为产生碳排放和碳减排效果的具

体数值信息, 明确低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以减

少公众对节能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 从而激发其

亲环境行为。类似的举措可以应用到任何效果可

计算、可量化的情境中, 如白色塑料对生态环境

的负面影响指标、植树对植被和水土保持的正面

影响指标等。 

大多数民众对数字的加工和理解能力有限 , 

无法准确权衡不同行为的代价与收益, 因而容易

低估自身的亲环境行为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Capstick et al. 2019; Wynes et al., 2020)。因此, 政

府及相关组织在提供精确数值信息的同时, 还应

致力于采用多种方式助力公民的“数字素养”, 从

而提高人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准确性。这些方式包

括采用更好的教育教学方法、制作更简单易懂的

宣传信息、用更生动的方式表征数值效果等

(Gigerenzer, 2014)。例如, 在呈现汽车燃油率信息

时, 将信息单位从“英里/加仑”变为“加仑/英里”时

会极大提高人们对车辆油耗的判断准确性, 使其

更准确地感知低油耗车辆带来的收益(Larrick & 

Soll, 2008)。行为科学中许多类似的研究发现都可

为助推和助力代际合作行为提供强大的知识库和

灵感。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梳理和分析了代际困境的重要特征。尽

管这些特征阻碍了代际合作行为, 使得利己偏好

在代际困境中凸显, 但研究表明, 个体的亲社会

特质、感恩及未来取向都能够提升其在代际困境

中的合作行为, 且决策者面临的具体决策情境和

社会规范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

基于代际困境的两个特征(合作无直接回报和心

理距离较远), 本文结合助推和助力这两种干预思

路, 提出可能促进代际困境中合作行为的策略。 

代际困境的研究目前虽然已有较多积累, 但

由于该领域所探讨的问题复杂性较高且与现实社

会联系紧密, 因此, 仍有许多方向有待深入探索。

以下是我们认为较为重要和迫切的三个方向。 

首先, 未来研究需要对比代际合作行为的不

同研究范式, 并考察不同范式测量的指标在多大

程度上能反映真实世界中的代际合作行为。尽管

现有研究中常用的假设情境和博弈任务各有其优

势, 它们均缺乏较高的生态效度。前者测量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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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意愿, 不需要个体在决策时付出真实的代

价, 而后者则无法完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情

境。目前尚无研究直接探讨这两种范式所测量的

代际合作行为是否相关, 以及两者与现实生活中

的真实行为是否一致。一些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

究和元分析发现, 通过博弈任务测量的行为与日

常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相关并不强 (Gurven & 

Winking, 2008), 且通过自我报告、假设选择任务

和博弈任务测量的亲社会行为指标得出的研究结

论之间存在不一致(Wu et al., 2020)。这些结果启

示我们, 区分不同范式所测量的代际合作行为并

检验其与真实世界中的代际合作行为的一致性非

常有必要, 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探

究现实生活中代际困境的解决之道。 

其次, 未来研究需要探讨声誉线索如何影响

人们在代际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尽管代际困境中

缺乏直接互惠机会, 但基于声誉线索的间接互惠

也可能促进代际合作行为。前人研究虽探讨了声

誉线索(如公开与匿名情境)对人们环保行为的影

响(Yoeli et al., 2013), 但其在代际困境中的作用

仍未被深入考察。间接互惠理论和高成本信号理

论指出 , 个体的高合作水平会为其赢得好声誉 , 

而人们通常也更倾向于帮助那些声誉好的个体 , 

更愿意选择其作为合作伙伴(Roberts et al., 2021)。

可见, 声誉在社会交往和伙伴选择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 是规范个体行为的标尺。在代际困境中, 

个体在权衡当下自我利益和未来他人利益时是否

也在意其声誉尚不清楚。有研究者将代际困境视

为一种跨期群际合作困境, 认为当前决策者倾向

于将跨时空的未来他人视为外群体成员, 而将处

于同一时空的他人视为内群体成员 (Meleady & 

Crisp, 2017)。虽然如此, 有证据表明, 人们同等在

意内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评价, 并基于声誉线索

调整自己的行为(Romano et al., 2017)。此外, 研究

发现, 直接惩罚只能小幅度地增加代际延续的可

能性, 而无法增加群体总收益(Lohse & Waichman, 

2020), 且与直接惩罚相比, 声誉传播的成本低且

报复风险低 , 被视为促进合作的更有效手段(Wu 

et al., 2016)。因此, 未来研究可重点考察声誉线索

在代际困境中的作用, 探究其在何种情境下能促

进人们的代际合作行为, 为制定促进代际可持续

性的更经济有效的措施提供有力证据。 

最后,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紧迫的时代背景

下, 如何促进代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

共同面对的难题。然而, 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背

景差异, 单一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无法直接推

广应用到不同文化群体, 因此探究代际合作的跨

文化差异很有必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

代际关系和未来世代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可能存在

差异, 而这直接影响人们在代际困境中的合作表

现。一些证据表明, 相比于资本化程度高的城市

居民, 资本化程度低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集体意

识(Voronov & Singer, 2002), 且在代际可持续发

展任务中更为合作(Shahrier et al., 2017)。这些差

异可能有其文化根源。例如,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

个体间的互依性、社会嵌入性和维护内群体的义

务, 而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

和自由选择权(黄梓航 等, 2018; Oyserman et al., 

2002)。因此, 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人们可能

更倾向于将为后代做出牺牲视为己任, 从而有更

强的代际合作动机。此外, 文化松紧性反映了一

个社会中人们对违规者的容忍程度和规范执行程

度(Gelfand et al., 2011; Stamkou et al., 2019), 相

比于松文化, 紧文化更不容忍违规行为, 因而紧

文化中的个体更可能会为了避免惩罚而选择遵守

社会规范, 从而表现出更高的代际合作水平。未

来研究需要验证这些猜想, 并系统考察代际合作

的跨文化差异和宏观社会文化变量(如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松紧性等)对代际合作的影响。这

些跨文化研究不仅能为促进代际合作行为提供文

化特异性指导, 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

化形成与塑造对解决代际困境问题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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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lemma 

CHEN Yanyan, WU Junhui, LUAN Shenghua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dilemma refers to situations that involve conflicts between one’s current 

self-interest and the interest of others in the future.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in such situations can affect 

other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even the welfare of all human beings. Compared to social dilemmas, 

intergenerational dilemma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ree unique features: power asymmetry, lack of direct 

reciprocity, and longer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se features are the key reasons why the level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tends to be low. Based on the three main factors—personality traits, decision 

contexts, and social norms—that influenc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we propose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could be promoted by cultivating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traits, increasing the reputational 

benefit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affinity with future generations, and reducing perceived 

uncertainty of future outcomes. We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amin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extan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how reputation cues and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affect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providing better support for making policies that promot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prosocial trait, social norm, reputation, nudge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